
黄文弼地图与欧洲探险队地图*

——兼及黄文弼所藏地图调查报告

西村阳子　北本朝展　撰；田卫卫　译

前　　言

最近几年来，笔者选取约百年前欧洲丝绸之路探险队所留下的地图，尤其是收录于

Innermost Asia中的英国M. A. Stein（以下简称斯坦因）地图（以下简称斯坦因图），以

及德国A. Grünwedel（格伦威德尔）等人的记录、瑞典Sven Hedin（斯文·赫定，以下

简称赫定）的Central Asia Atlas等为对象，推进地图数字化及其特性解析a，然后通过信

息学技术的应用，对这些欧洲探险队调查过的遗迹进行比定b。本论文将进一步发展运

用笔者迄今为止所积累的手法，采用中国著名考古学开拓者黄文弼先生的两种考察报告

《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所收录的地图（图1、图2。下文统称时简

称为“黄文弼地图”；分论时称之为“吐鲁番考古记图”“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

力求究明其相应的特性。

众所周知，黄文弼以现代中国考古学先驱而驰名，他以中方考古队员的身份

参加了1927年正式踏上考察之路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英文名称为Sino-Swedish 
Expedition。以后统称“西北科学考查团”，特别需要指称西方成员为中心时，作Sino-
Swedish Expedition），取得了很多成果，作为他的考察报告而刊行的《罗布淖尔考古

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至今仍是经常被引用的中国考古学早期

* 本文属于以下两个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日本学术振兴会科研项目基盘（B）“丝绸之路遗址之重新发现：基于

数字史料批判的遗址核对与地理学术平台的建立”（批准号：19H01324）；中国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文献史料整理与研究”（批准号：19ZDA215）。

a 关于这些地图的研究成果，可以使用网络资源“地图で探るシルクロード”，网址：http://dsr.nii.ac.jp/
geography/

b 主要成果如下：西村陽子、北本朝展《スタイン地图と卫星画像を用いたタリム盆地の遗迹同定手法と探検

队考古调査地の解明》，《敦煌写本研究年报》第4号，2010年，209—245页；西村阳子、北本朝展《和田

古代遗址的重新定位——斯坦因地图与卫星图像的勘定与解读》，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十六卷，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169—223页；西村阳子等撰、刘子凡译《古代城市遗址高昌的遗构比定：基于地

图史料批判的丝绸之路探险队考察报告整合》，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九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
年，153—197页；西村阳子、北本朝展《丝绸之路遗址之重新定位与遗址数据库之建立》，《陕西师范大学

学报》2016年第2期，76—86页；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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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塔里木盆地考察路线图》全7幅中第2幅（《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载）

图1　《吐鲁番考察路线图》（《吐鲁番考古记》所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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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著。特别是收录在《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的黄文弼地图，今天仍

是必须参照的内容，其中记载的地名很多都沿用至今。不过另一方面，由于该地图上的

地名与欧洲探险队地图上记载的地名多有异同，而且也不清楚黄文弼地图的制作过程，

所以很难将其与欧洲的报告进行相互参照。本论文旨在解决这个问题，并试图阐明黄文

弼地图的特性。

在中国，有关西北科学考查团的重新评估和资料发掘及其研究正在急速前进中。

2017年夏季，笔者在北京大学朱玉麒教授的帮助下，有幸在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

调查了黄文弼的藏书及旧藏地图。本论文在进行概略考察报告的同时，通过使用黄文弼

所藏地图类资料，包括黄文弼保留身边的西北科学考查团调查时的资料，对黄文弼地图

是怎样制作的这一问题，作出粗略的预测。

本文结构如下：第一部分阐述阅览黄文弼考察报告时遇到的问题，阐明问题的所

在，论述两个问题的起因（①地图的制作方法不明，②地名不清楚是哪个系统）；第

二和第三部分介绍新疆师范大学获赠的黄文弼所藏地图的情况，特别是黄文弼自己制

作的路线图手稿；第四部分利用这些资料和数字化的黄文弼地图，阐明它们和斯坦因

地图以及在西北科学考查团调查的基础上绘制的赫定地图之间在数据方面的相关关

系；第五部分在叙述黄文弼地图与欧洲探险队地图地名异同的同时，讨论其共同性和

学术方面的价值。

一、西北科学考査团与黄文弼地图

黄文弼作为中国和瑞典联合调查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中方成员，在1927—1930年间

进行了历时4年的蒙古、新疆考古学调查。其主要成果以1948年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

所·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出版《罗布淖尔考古记》为开端，1954年出版了《吐鲁

番考古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中国科学院；1958年科学出版社再版）。1958
年出版了《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科学出版社）。1990年又

出版了他参加西北科学考查团时的调查日记c。黄文弼经手的主要资料都有公刊文本。

其中，在《罗布淖尔考古记》的封面上明确写有“中国西北科学考察团丛刊之一”，

表示其性质原本都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报告。虽然《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

古记》出版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由于受到当时形势的影响，并未标明属于西北

科学考查团的丛刊，但在《吐鲁番考古记》的内容提要中，开篇即言“本书材料，系根

据前西北科学考查团在新疆吐鲁番所搜集的古代文物编辑而成”，在《塔里木盆地考古

记》中，则除了最后12则附注是1957—1958年作者第四次新疆考察的记录外，在内容提

要中也开宗明义提到“本书是根据1928—1929年在塔里木盆地所考察的记录及搜掘的各

种遗物编纂而成”，可见以上两种“考古记”也都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察报告。

《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中所收录的地图可与黄文弼的调查路线

c 黄文弼遗著、黄烈整理《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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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是理解考察报告所必须的重要内容。因为地图上画有纬度经度线，所以被认为是

科学测量过的地图。但报告中并未写出这些地图的来源或绘制方法，所以并不清楚其

是如何制作的。因为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果报告，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调查的一环，

原本应该利用由赫定制作的Central Asia Atlas地图为基础信息d，但正值20世纪三四十年

代的动乱时期，而且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与回到欧洲的赫定等西北科学考

查团欧洲成员的联系也极为困难，黄文弼的报告中没有提及由赫定制作并出版于1966
年的Central Asia Atlas，即所谓的赫定的100万分之一地图。另外，在西北科学考查团团

长赫定的著作中，看不到黄文弼与地图制作有关的描述，作为Sino-Swedish Expedition 
Reports出版的西文报告中，明确指出黄文弼与地图制作无关e。为此，我们不由自主地

将黄文弼地图和Central Asia Atlas切割区分开来进行考虑，再加上黄文弼的报告中也没

有提及地图的制作，所以黄文弼的地图是怎样制作出来的这一问题，实际上并没有经过

充分讨论，就这样遗留至今。

读黄文弼的考察报告时，如果参照黄文弼地图来进行的话，会发现黄文弼地图上有

几处不可思议的地方。如上所述，由于地图制作方法不明，在西北科学考查团考察期

间，测量图本身是极其有限的，而作为根据的地图来源不明，且并不清楚该地图是测量

图还是用其他方法制作的。虽然在地图上标注了经纬度的地方可以推测为测量图，仅仅

描绘了调查路线及其周边这一点却很奇怪。第二点是，无法把握其与赫定所作地图之间

的关系。虽然因为该地图是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报告，所以无论有什么关系都似乎很好，

但其关系并不确定。与此相关，黄文弼地图上所写的地名与之前欧洲探险队制作的地图

上所使用的地名大不相同，这一点也引起了人们的注意。特别是在预想与欧洲的丝绸之

路探险队报告一致的情况下来读黄文弼考察报告时，这个疑问成为了阻碍前进的一大问

题，也造成了不能充分利用黄文弼考察报告的主要原因。

二、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收藏的黄文弼所藏地图

1. 黄文弼特藏馆的见学和展示的考古调查用具

在2017年8月10—15日之间，笔者之一应朱玉麒教授之邀，得以拜访新疆师范大学

d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Atlas,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 publication 47, I. Geography. 1,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Stockholm, 1966.

e Central Asia Atlas所附Memoir on Maps认为，黄文弼的考察活动中很可能没有系统的绘制路线图：“The third 
Chinese research party, that of the archaeologist HUANG WEN P’I, pursued a very extensive programme in the Turfan 
Basin, in Kara Shahr region and in the Tarim Basin. No systematic route-mapping seems to have been done.”, “The 
Trans-Gobi expedition 1927-1929”, p. 23. Ambolt, N. P. and Norin, E. Memoir on Maps Vol. I, Records of Surveys,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48.I: Geography 2.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Atlas, Stockholm: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Statens Etnograliska Museum Stockholm, 1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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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弼特藏馆，有幸得到了同时阅览黄文弼在调查时所使用的器具以及他的藏书、地图

等资料的机会。

在黄文弼特藏馆展示的黄文弼日用品、用具等遗物数量不多。除了眼镜、钢笔、皮

包等日常用品以外，还有照相机、三脚架、卷尺、水平仪、圆规等，都是适合考古学家

携带的物件。尽管如此，照片的收藏张数仅有88张，可能是因为经过整理再捐赠的数量

较少，或者由于某种原因而没能保存至今。无论是哪张照片，都反映了黄文弼调查旅行

的情形，但看不到其他与地图制作有关的东西。上述黄文弼的遗物中，不存在石英表和

两套表（计时器）等器械，也没有黄文弼自己参与制作地图的遗物f。

2. 黄文弼所藏地图

为了得到黄文弼制作地图的线索，笔者特别重点调查了黄文弼的收藏地图。因为黄

文弼所藏的地图中，很可能含有大量有关地图制作的资料。

捐赠给黄文弼特藏馆的黄文弼所藏地图数量相当多，遗物捐赠清单的地图类中g，

地图257张，“路线图”29张h，包含考古遗物线画等在内的“考古工作图”86张。在

地图中，既有背面印有“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图书室”的地图复印件和照片等资料，

也有斯坦因的Innermost Asia地图等。

因此，笔者决定将其所藏地图按种类分类，以掌握其个别地图的状况，并研究黄

文弼制作地图的线索。重点调查的地图有：①斯坦因地图（Innermost Asia）和晒蓝

图；②《路线图（手绘）》（以下称之为摹写图）；③《〈考古工作图〉档案袋所收

纳的路线图》等有关黄文弼考古学调查的3种地图。

3. 斯坦因地图与晒蓝图

黄文弼特藏馆获捐的黄文弼所藏地图中，如上所述，包含了斯坦因的Innermost Asia
地图。斯坦因地图的出版年份是1928年。黄文弼可能是在1927年5月开始参加西北科学

考查团的调查之后，在某一个阶段得到了这一当时最新的地图。在总计47张地图当中，

除了Sheet 47 Kungurche以外，共有46张图，从下文所介绍的黄文弼所藏地图的内容

中，也可以看出他在各种考古学准备工作中使用斯坦因地图的情况，如后所述，这对黄

文弼地图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黄文弼在西北科学考察途中使用了斯坦因的地图，也在其《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

（1927—1930）》得到了反映。如1928年8月15日，在轮台：“观英人斯坦因地图，在

草湖之南、恰阳河之北，故河道甚多，皆为河水南徙之证。”10月13日，在库车，“上

f 据徐凤先的记载，独立制作地图的中方成员只有袁复礼、丁道衡、詹蕃勋、陈宗器四人，也有其他学生参与

了路线图的制作。见张九辰等《中国西北科学考査团专论》第2章《中国西北科学考査团的地理考察》，北

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9年，25—36页；尤见表2-1《考察团成员参加地图测绘状况》，30页。

g 黄文弼特藏馆有一份关于捐赠品的初步清单，其中有一份题为《美国国防部暨海军部绘制新疆地图》（63-
92）的地图。该地图的比例尺为五十万分之一，标注有“A.M.S. 1405，Type A AMS-1”，类似于斯坦因之

Serindia地图。

h 此为黄文弼手写的摹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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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校对地图，以参谋部地图为主，对照斯坦因地图，名称、方位差之甚远，盖外人治

图，皆实地测验而得，我国人多抄写外图，又不确实考查，故多错误。……傍晚，……

又校对地图多幅，直至喀什，以斯坦因地图观之，由阿克苏至阿枰、巴楚一带，古迹颇

多，由巴楚至叶城及喀什均无多古迹。”12月23日，在哈拉玉尔滚，“据斯坦因地图，

称阿尔巴特附近有一旧城，余未及往考查”i。据以上记载，可知黄文弼在前往南疆考

察时，已经获得了斯坦因地图进行参考，他经过实地核对手边的几种地图，对于斯坦因

绘制图有很高的评价，这些可能成为他后来制作自己的考古地图而选择斯坦因地图作为

底图数据的基础。

此外，还有《罗布淖尔考古记》《吐鲁番考古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等黄文弼

报告中所刊载的图版的蓝印本（晒蓝图），据说是出版时的校正。在晒蓝图地图中，还

有很多其他与斯坦因地图显著相似的地图，其地名都是用中文书写的。根据与晒蓝图中

其他相重复的地图收集整理成的《斯坦因考古图重复图》装订本来看，这是对Innermost 
Asia地图的翻译。文字一个字一个字地很认真书写，推测是某种校对，不过，在黄文弼

生前，并没有出版斯坦因地图的翻译版。

图3对比了晒蓝图和斯坦因地图的同一个地点，从描绘的地形来看，该地图是翻

译。根据斯坦因地图的编号，总结存在翻译的地方如下。另外，只有（5）是由两个半

张的图连接起来组成一张的地图。

i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245、293、367页。

图3　左：Innermost Asia地图 Sheet7 Ak-su，Uch-Turfān，Kelpin　右：晒蓝图的对应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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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heet 7 Ak-su·Uch-Turfān·Kelpin；
（2）Sheet 8 Marāl-bāshi；
（3）Sheet 17 Kuchā；
（4）Sheet 21 Bugur Korla的西半部分（Bugur部分）；

（5）Sheet 21 Bugur Korla的东半部分（Korla部分）与Sheet 25 Konche-daryā合起来

的地图；

（6）Sheet 29 Singer Lou-lan部分。

4. 摹写图

黄文弼特藏馆所作的目录中被分类为“路线图（手绘）”的地图，是画在像摹写

纸一样透明的宣纸上的地图，因而在本稿中称为“摹写图”，目录上写着“路线图

88°E-90°E/40N-42°N（手绘）”提示事项。地名有时用中文和字母符号标记。仔细观察

这个摹写图的话，也能看到这个地图与斯坦因图之间存在显著类似的情况。于是，笔者

尝试把画的宣纸和斯坦因图重叠起来，发现正好可以重叠到一起。所以，这张地图也是

斯坦因地图的复印件。

如果将这些有摹写图的地区，借助斯坦因地图的名称汇总到一览表中，如下所示。

（1）Sheet 9 Khotan，Sanju；
（2）Sheet 14 Sampula，Chīra，Keriya；
（3）Sheet 17 Kuchā；
（4）Sheet 18 Keriya River End；
（5）Sheet 19 Niya；
（6）Sheet 28 Turfān；
（7）Sheet 29 Singer，Lou-lan；
（8）Sheet 30 Lop-nōr；
（9）Sheet 32 Ancient Lop Lake Bed；
（10）Sheet 33 Lowaza，Bāsh-kurghān；
（11）Sheet 35 Su-lo-ho Delta；
（12）Sheet 38 Tun-huang，An-his；
（13）Sheet 40 Yü-mên-Hsien（部分）；

（14）Sheet 40 Yü-mên-Hsien，Sheet 41 Ch'ang-ma，Sheet 42 Chin-t'a，Sheet 43 Su-
chou，Sheet 45 Estin-gol，Sheet 46 Kan-chou（统合了数张图的大地图）。

如果把它们按照主要的地域进行归结的话，就是①和田周边地区；②库车·阿克苏

周边地区；③楼兰—敦煌周边地区；④敦煌—河西走廊；⑤吐鲁番附近。这与黄文弼作

为1928—1929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的一环进行个人实地考察的地域一致。

从摹写图可以看出，大部分如图4所示，可以很好地与斯坦因地图重叠。图5是上文

所提过的（14）地图。该地域包含河西走廊的主要部分从甘州到玉门县，是连接必要部

分制作成的大地图，制作目的是为了方便阅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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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与Sheet40 Yü-mên-Hsien，Sheet41 Ch'ang-ma，Sheet42 Chin-t'a，Sheet43 Su-chou，Sheet45 
Estin-gol，Sheet46 Kan-chou重合的摹画宣纸

图4　与斯坦因地图Sheet9 Khotan，Sanju重合的黄文弼摹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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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者，晒蓝图和摹写图重叠的地域很少，在《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

记》所载的地图中，双方都存在的只有17 Kuchā。另外，黄文弼摹写并反复调查的斯坦

因地图和报告所附地图，仅目测就有很有很强的类似性，可以推测这里也参照了斯坦因

图（图13）。

三、黄文弼的考古工作和路线图

除了上述地图类之外，黄文弼所藏的地图中，作为“考古工作图”，还包含了在旧

笔记本上用铅笔描绘的遗迹平面图等。因为考古工作图是用铅笔书写描绘而成，所以除

了用浓线描画的平面图以外，其他都很模糊，难以读取。其记录内容与黄文弼的考古调

查有关，比如考察报告中收录的以平面图为基础的初期素描，还有写有1929年日期的资

料，都证实是考古调查时的记录。

然而，在与考古工作图一起保管的图面上，还有一组与平面图不同的记录。根据图

上记载的地名和时间来看，其记录内容应该是黄文弼在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考古调查期间

制作的手写地图。

在画面中，记录了每日出发的日期、时间、方向和进行方向转换的时间、前进方向

的方位角度，这些数值与黄文弼的调查日记《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中

记录的数字一致。考虑到图纸的形状，这很可能是本稿中探讨的黄文弼地图的原图。因

此，接下来准备从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地图制作及其方法入手进行讨论。

1.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路线图和三角测量

1966年出版的赫定Central Asia Atlas中，瑞典地理学家安博尔（Nils Ambolt）
和那林（Eric Norin）刊行了作为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Publication 48，
Memoir on Maps vol.1的Records of Maps，在记录Central Asia Atlas基础数据的同

时，还叙述了Sino-Swedish Expedition地图的制作过程，以厘清它到底是如何作成

的j。据此可知，Central Asia Atlas是贝格曼（Bergman，1930—1932）、贝克赛

（Bexell，1930—1933）、包林（Bohlin，1930—1933）、何尔奈（Horöer）与陈宗

器（1930—1933）、郝德（Haude，1931—1932）、那林（Norin，1929—1933）、

安博尔（Ambolt，1929—1933）等的路线图（Route-Mapping）数据，加上那林进

行的三角测量、天文观测，之后又加上美国AMS提供的详细的观测资料和照片资

j Ambolt, N. P. and Norin, E. Memoir on Maps Vol. I, Records of Surveys,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48.I: 
Geography 2.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Atlas, Stockholm: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Statens Etnograliska Museum 
Stockholm:1967；刘衍淮《中国与瑞典合组之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是Records of Surveys的中译版，载《地理

学研究》第六期，台北：台湾师范大学地理学系，1982年，9—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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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综合起来制作而成的k。也就是说，由很多参加者制作而成的路线图（Route-
Mapping），是制作Central Asia Atlas时的基础资料，因此Memoir on Maps也记录着

各队员进行了哪些范围的路线图。

赫定所著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记录中，记载了路线图（原文：Route-Mapping）的制

作方法l。说是赫定从包头出发之后，一直持续制作路线图，用于测量作业的器具就是

像指南针、钟表、笔记本和铅笔这样简单的东西。线路图的制作，要先用磁铁掌握方

向，方向变化的话就记入新的标识，而且是用每隔一段时间就记入标识的方法进行记

录。为了测量距离，先定一个200米的基准长度，让骆驼在中间走几次，算出骆驼步数

的平均值，再算出步行这段距离的平均时间，那么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根据骆驼在基准

时间内前进的平均步数，就可以得到行进的速度，用这个方法，每天可以得到当天前进

的距离。赫定说，这个方法在“曾经去中亚探险”的过程中使用过，虽然是极其简单的

方法，但结果却十分令人满意。即，西北科学考查团大致作成了两种地图数据，一个是

各人记录的路线图的记录，另一个是基于现代观测的三角测量。

另外，如前注所揭徐凤先先生介绍，在西北科学考查团中，作为中方团员独立制作

地图的是袁复礼、丁道衡、詹蕃勋、陈宗器四人，其他学生队员也参加了线路图的制

作。比如，据中方队长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序文《（三）额济纳河前分队的工

作》记载，西北科学考查团于民国十六年即1927年5月9日从北平出发，5月26日到达茂

明安旗，滞留两个月左右筹措骆驼等。其间，那林、贝格曼、丁道衡等人在喀尔喀右旗

白灵庙（Pai-ling Miao，Batu Khalaghan-U Süme）附近进行了地质调查和地图制作，黄

文弼进行了考古调查，袁复礼进行了地质调查和作图还有考古调查。一行人于7月22日
向西出发，9月28日到达额济纳河。这当中，在三德庙停留期间，对于气象学学生刘衍

淮有关三德庙（Bayan Shanda Süme）到三道桥的调查中试制的路线图，记有“刘春舫

所试作底线图，大得赫定博士的赞许，以后李三达、马益占等亦渐渐学会作路线图”，

因为得到了赫定的赞许，后来，同样是气象学学生的李宪之和马叶谦等也慢慢学会了路

线图的制作方法m。停留三德庙的时间始于8月20日，时长一周左右。即调查开始之后

k 在赫定的Central Asia Atlas中，栏外以及凡例一栏中，都记入了AMS1301 Second Edition-AMS，凡例栏中记

录着1950年在华盛顿DC进行编集的事情。自1939年以来，由赫定委托德国Gotha的Justus Perthes’Geographical 
Institute，作为与Prof. H. Haack的共同工作，Central Asia Atla已经准备了18枚图版。虽然一部分已经印刷完

毕，但是因为1945年之后不能继续使用，所以1946年又在AMS之间签署了以缩小版的13枚进行编辑的合同。

Ambolt, N. P. and Norin, E. Memoir on Maps Vol. I, Records of Surveys,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48.I: 
Geography 2.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Atlas, Stockholm: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Statens Etnograliska Museum 
Stockholm: 1967, pp.10-11.

l “Route-Mapping”, Sven Hedin, History of the expedition in Asia, 1927-1935: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Vol. 1, 
publication 23, Statens Etnografiska Museum, Stockholm: 1943, pp. 73-74.；斯文赫定著、徐十周等译《亚洲腹地

探险八年1927—1935》，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21页。

m 徐炳昶《徐旭生西游日记》序文，北平：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理事会，1930年，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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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就是集中性地进行学习，如果只限于路线图来说，可以看到比较性速习的可能

性。并且，书中写道：“因为要向前赶路，南北分队所作详细地图，至三德庙后停止，

以后止作线路图并考察地质及考古。”n似乎也包括快速移动时在内，是一直持续性作

图的。

在黄文弼的《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里，从紧接着调查开始之后的

1927年6月29日至7月2日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以下记录［下划线和括号（　）里的内容

出自作者］。

6月29日　今日晴。袁·詹·丁等均往二十里地绘图。徐先生（炳昶）

亦随去。余在棚拟画百灵庙至老弄苏木路线图。用五十万分一原尺、5公里

地合1米达。后又画两条至百灵庙线，一由本站去线，一为归化去线。（以

下略）

6月30日　上午拟重绘昨日所画之路线图，适赫定至徐先生处，约商希渊

（袁复礼）及余出发事。（以下略）

7月2日　今日将百灵庙至老弄苏木路线图重绘就，系用五十万分之一经纬

度。至下午而成。傍晩赫定索阅两图，颇为赞美。（以下略）

这是从北平出发后在茂明安旗停留期间对附近的百灵庙进行调查时的事情，黄文弼

也表示在调查开始时学会了制作路线图。日记的日期比《徐旭生西游日记》序文所见刘

衍淮习得路线图制作的时间早了约2个月，正好是西北科学考查团调查开始时的记录。

在《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中，虽然没有记录是因为什么原因开始制

作路线图，但徐炳昶和黄文弼的记录极为相似，可以看作是因为赫定确认了西北科学考

查团成员制作的路线图一事。《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中，除了这个记

述以外，有关路线图制作的明确记录确实很少，如1927年11月12日：“初本拟画今日路

线图，手僵不能握笔，乃只记方向、钟点、地形、土质，驻后补记也。”1928年12月25
日：“今日未明即起，及亮而行，已7时也。余表停，无以定时间，余铅笔又遗失，故

今日路线图不能画。”o据以上因为不能画路线图却要记上一笔的习惯看，可能黄文弼

先生在考察行路时伴以画图是一种日常行为，只有不作路线图的反常时候，才需要作出

说明。而且，有关行路调查的前进方向和角度的记录贯穿日记全篇，该角度的记录与下

节要介绍的黄文弼亲笔书写的路线图记录相一致，确实可以证明他制作路线图成为了工

作的必然。

黄文弼考古工作图中包含的路线图，如果与黄文弼的记录对照着来看，可以认为是

赫定及中方成员数人制作而成的路线图，是保存了实物。因此，下面列举几个例子，借

以明示黄文弼亲笔路线图和《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以及黄文弼地图的

关系。

n 徐炳昶《徐旭生西游日记》序文，6页。

o 《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118、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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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黄文弼的“路线图”

“考古工作图”中包含的黄文弼亲自所画“路线图”p，附带年月日的路线图为55
张85天，日期不详的路线图则有4张。作为记录，“路线图”中有1928年6月23日到1929
年11月8日这一时间段，是黄文弼单独进行考古调查的时期。残存记录的包含地域是从

焉耆周边、轮台、库车以及吐鲁番盆地的托克逊返回迪化的路上的记录。正如表1所
见，这并非保留了黄文弼考察期间的所有天数，而是有集中残留的时期和只保留零散纸

片的时期，因此该路线图的整体来讲只是部分残留而已。

在此摘取出最早几天的记录作为例子进行展示，通过与《黄文弼蒙新考查日记》进

行比较，表示其作为黄文弼路线图的记录的性质。

图6是1928年6月25日和6月29日的路线图。与赫定的描述相同，使用方格纸张的便

携板制成，图根据调查路径方向而写成随机的方向，在出发地点附近明确标记方位。图

中的数字是写着出发时间和每隔30分钟的时间和方向，在方向转换了的地点和渡河地点

等特征性的点上也写上时间和方向，在主要地点也记入地名。路线周边粗略地记载着地

形，有河川的流向以及地形、植被等记载，路上调查的遗迹位置，经过的烽燧记录也用

记号或文字记载在册。在图的显眼位置用大字写着日期，旁边则写上出发地和到达地，

或者主要调查地，以之作为标题。

如表1所示，在1929年10月27—31日之间，由于日记的日期与路线图的日期不一

致，所以推测日期是后面填写的。另外，路线图的标题也有记入不记入的情况，也有用

铅笔、钢笔、毛笔所写的情况，这些也可能是后期再填写的。

不过，这个路线图最有趣的地方在于它与《黄文弼蒙新考查日记》的记录完全一

致。将全部59张记录进行验证的工作有待另稿别论，在此仅例示图6所含内容与日记的

对应。6月25日是从图的右下向左上方描绘的线。路线图的标题是“由四十里至霍拉

山”，在出发地点标注了东（E）西（O）南（S）北（N）各方向。在日记中，有如下

所示记载（［　］是图6路线图上的记录）：

1928年6月25日　上午5点10分，发霍拉山支脉，向西北走［5·10on 
四十里城市］。沿途青草麦蒿丛生，间生榆树。6时过一干河［6· 干河］，

进戈壁，向西偏北20°行［7·on20］。傍山边全为戈壁滩。8点30又傍干

沟，至此干沟甚多，顽石填之［8·北西、·30干沟、乌拉斯台沟儿］。石

出霍拉山，被水冲下。傍沟东行，10点20分至察汗通格［10·、·20査汗

通格、（改行）on20査汗通格］又转至沟西，至霍拉山驻焉［11·20 霍拉

山］。（以下略）

p 关于黄文弻的“考古工作图”中包含的路线图，由于1928年6月23日路线图的背面有黄文弻写给丁道衡的信，

因此在论文中已经涉及草图的部分。参吴华峰、徐玉娟《万里流沙双仲良：黄文弻与丁道衡的西北考察交

谊》，朱玉麒主编《西域文史》第十二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357页；周珊、吴华峰《黄文弼画

传》，上海：中西书局，2019年，78页。在本文中所利用的路线图图片是新疆师范大学文学院暨黄文弻中心

的徐玉娟女士以清晰度很高的电子文件提供给笔者研究，在此也表示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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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　1928年6月25—26日路线图（附加文字出自笔者）

黄文弼特藏馆所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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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6月25日上午到达目的地后在周边进行了调查，所以有关路线图的记录至

此结束，日记中则继续写下了周边的记录。在路线图上，用植物的记号标记着日记

中记载的“青草麦蒿丛生，间生榆树”的地点，在写着“进戈壁”的部分，路线图

上也写有沙砾的标志。有“干河”则在对应出标记河的记号，有“干沟”则同样在

表示干沟的位置记入了“乌拉斯台沟儿”的地名。这些可以被认为是日记来源的数

据，在线路图上被简单易懂地记录了下来。偶尔有文字混乱之处，大概是因为写于

路上的缘故。

6月26—28日，黄文弼在霍拉山麓逗留，调查周边及制作地图，进行了发掘工作，6
月29日再次出发。其路线图与6月25日同在一纸，注明日期6月29日。出发地点标记在左

上、北角，标题为“由霍拉山查看河南（哈拉木登）南岸旧城”。

6月29日　晨起，雇一蒙古人引导，于6点20分向北偏西出发［6·20 
on］。经行干河岔，7点上坡，坡高数丈。回首俯视，俨然一河床也，自霍拉

山流出，向东南去。上坡后，经行戈壁，冈峦起伏，小石陵铄。8点10分下

坡，逾干河沟，青草蔓蔓。迤逦而行，前望平原，青草葱翠，海都河岸树木

连成一线。两座旧城、土墩、白墙败壁，历历在目。9点10分抵七个辛大渠

［9·、·10、7渡渠？］，渠水深达马鞍，维民恐惧，欲往下。后蒙人探得

一渡口，在上游少浅，乃从此渡河。先将骆驼卸下，一件件背负而过，再赶

驴过去，尚平安。维民脱下衣服，浣衣水中以为乐。渡毕，于上午11时复北行

［11·］，30分抵旧城下驻焉［·30］。（以下略）

6月29日路线图上的记述不多。虽然只记录数字的地方很多，但基本只是记载出发

日期、途中每30分钟的位置、较大的地形之类。出发地点的稍北侧，描绘着流向东南方

向的大河，与“回首俯视，然一河床也，自霍拉山流出，向东南去”的记述相对应。在

“8点10分下坡，逾干河沟”的部分，8点过后的位置画上了干河；在9点10分的点上，

虽然摩擦得很难看出来，但确实与“七渡渠”这样的文字一起画上了七个辛大渠渡河

地点。11点出发，11点半到达旧城城下。黄文弼以旧城的到达地为据点前往周边调查，

6月29日的部分基本至此结束，再往前一点的线路，是日记中记载的“往北三四里有土

墩”的路线。

黄文弼制作的路线图，是与日记的记录一起，作为黄文弼考古调查的记录而做成

的，鉴于路线图的写法和记录内容，可以认为这是黄文弼地图最大的依据资料。黄文弼

特藏馆所藏黄文弼亲笔所画的路线图，归纳了各条记事板页面所记载的路线图的日期、

标题、路线图中的地名，将其与《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的对应部分进行汇总，成果如

表1所示。

除了缺少吐鲁番—焉耆之间的一部分之外，本论文所涉及的黄文弼图全部区域的路

线图都部分保存了下来。如果将线路图中描绘的内容和黄文弼图的内容进行比较可以发

现，虽然线路图中包含了更细微的内容，但双方的基本内容是一致的，地图的写法也有

很多的共同点。可以认为，黄文弼地图是根据自己制作的路线图内容为基础，在补充数

据的同时，独自制作而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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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黄文弼特藏馆所藏路线图一览

序号
地图

编号
行程日期 时间标记 标题 路线图中地名 日记时间

1 1 19280623 23/6 — 明屋/七个幸 19280623

2

2

19280625 25/6 由四十里到霍拉山
乌拉斯台沟儿/査汗通格/

霍拉山
19280625

3 19280629 29/6
由霍拉山査看河南（哈拉

木登）南岸旧城
― 19280629

4 3 19280630 30/6 由哈拉木登至四十里城市 河南岸旧城/四十里城市 19280630

5 4 19280708 8/7 哈拉木登 巴龙台/草□□/哈不齐垓 19280708

6 5 19280709 9/7 哈拉木登 哈拉木登 19280709

7 6 19280710 10/7 ― ― 19280710

8
7

19280712 13 12/7 哈不齐垓至巴龙台 巴龙台/汗王府 19280712

9 19280715 15/7 沟内至察汗通格 大坂/塞拉土诺/查汗通格 19280713

10 8 19280715 15/7 查汗通格至何腾苏木 何腾苏木 19280715

11 9 19280716 16/7 由霍拉山至哈拉木登 哈不齐垓水/北大渠/焉耆 19280716

12 10 19280711 11/7 ―
哈哈尔河/交任土拉克/哈

不齐垓沟口
19280711

13 11 19280725 25/7 由哈满沟到库尔勒 ― 19280725

14
12

19280730 30/7 狭尔乱但旧城 狭尔乱但旧城 19280730

15 19280801 1/8 由库尔勒至大墩子 上户地/大墩子/库尔勒 19280801

16
13

19280802 2/8 羊达胡杜克腰站子
大墩子/羊达胡杜克腰站

子/库尔楚
19280802

17 19280803 3/8 小野云沟 小野云沟 19280803

18
14

19280806 6/8 羊沙尔 羊沙尔 19280806

19 19280807 7/8 ― 五胡拉特/石碑 19280807

20 15 19280808 8/8 仑台县城 泥滩/河寿桥/仑台县城 19280808

21 16 19280811 11-12/8 由可可雀尔至仑台路线图 ― 19280811

22

17

19280811 11/8（a） 由仑台县城至黑太西耳
仑台/那巴庄/土垠/旧城

（黑太沁）
19280811

23 19280811 12/8（b）
由黑太西耳至可尤克西耳

转至特果西耳
可尤克沁/着果特沁 19280811

24 19280814 14/8 ― ― 19280814

25 18 19280816 16/8 第纳尔河　考察穷巴克

仑台/何吉庄/克仔尔河/

第纳尔河/穷巴克/第纳

尔河

19280816

26
19

19280818 18/8 乌斯托胡拉克 乌斯托胡拉克村 19280818

27 19280819 19/8 ― 草湖/恰阳河/雅尔疏克 19280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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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图

编号
行程日期 时间标记 标题 路线图中地名 日记时间

28 20 19280820 20/8 五点至乌什托乎拉克
恰阳溢水/红柳滩/阿哈克

尔湖/乌什托乎拉克
19280820

29 21 19280821 21/8
七时至小雅庄十一时至穷

巴克

第纳尔河/于什博罗九/克

拉巴喜/黑太克尔/哈拉墩

/小雅庄/穷巴克

19280821

30 22 19280823 23/8 干线
土拉/拉依苏河/干河/尔

巴台
19280823

31
23

19280824 24/8 ― 红泥滩/阿哈巴/托和乃 19280824

32 19280825 25/8 干线 ― 19280825

33 24 19280826 26/8 干线，由托和乃至库路图 ― 19280826

34

25

19281001 1/10 大小羊达克、月勒克一带 托卜沁/塔什墩/羊达克沁 19281001

35 19281002 2/10 大小羊达克、月勒克一带
小羊达克沁/大羊达克沁/

月勒克沁
19281002

36 26 19281003 3/10 ―
月勒克/水磨/渭干西河溢

水/胡乃玛庄
19281003

37 27 19281004 4/10 由胡乃玛庄至沙雅城 渭干河/海楼/以介奇/博朗 19281004

38
28

19281006 6/10 由沙雅城至特里木河
英尔巴/至齐满/哈札克/

齐满
19281006

39 19281007 7/10 由沙雅城北至阿子八札 排士庄/亮果尔/阿子八札 19281007

40 29 19281008 8/10 由阿子八札至库车
阿子八札/査现比/牌楼庄

/石登口/小气盖/其路洼
19281008

41
30

19281016 16/10 由库车至哈拉斯堂
库车沙依/格达坑/可可喜

/鄂根河/哈拉斯堂
19281016

42 19281017 17/10 由哈拉斯堂至哈拉黑炭 博斯堂/博斯堂八札 19281017

43 31 19281017 ― ― 哈拉黑炭 19281017

44 32 19281018 18/10 ― 阿克沁/可洛沁 19281018

45 33 19281019 19/10 ― 胡桐/托卜沁/英业 19281019

46 34 19281020 20/10 ―
胡桐/穷沁/洋塔克沁/英

业□□
19281020

47 35 19281021 21/10 ―

羊克塔沁/阿克沁/黑太也

拉克/满玛克（尚当）/渭

干河/沙乌勒克/

19281021

48 36 19281023 22/10 ―
黑太克尔/黑太克沁/三

道城
19281023

49 37 19281023 23/10 ― 于什甲提 19281023

50 38 19281024 24/10 ― 鄂根河/梯母沁 19281024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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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图

编号
行程日期 时间标记 标题 路线图中地名 日记时间

51 39 19281026 26/10 由库车至克子尔庄
土尤包第巴札/城上河/特

勒克当/色列当
19281026

52
40

19281027 27/10 ― 干沟/干道/克内什 19281027

53 19281028 28/10 ― ― 19281028

54

41

19290205 5/2
博斯堂托乎拉克　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爱满克尔 19290205

55 19290206 6/2
博斯堂托乎拉克　十八年

　一九二九年

羊达胡土克/阿拉克/博斯

堂托乎拉克
19290206

56 42 19290913 13/9 阿音柯尔至阿克苏

孔尔对雅/伯什勒克腰店

/图洛柯旦木/英尔对雅/

汉城

19290913

57

43

19290924 24/9 由过岭山行至阿瓦特
喀拉克沁/阿克该鄂斯塘/

阿克打喜
19290924

58 19290926 26/9 由过岭山行至阿瓦特 札木台/阿瓦提 19290926

59 19290927 27/9 由□岭山行至阿瓦特
克子尔布拉克/那格拉哈

拉/铁干可洛克庄
19290927

60

44

19290928 28/9 由乎满克尔至鄂斯塘

可戈额梗/可戈洛克/麻札

阿拉的/大坂（哈拉样）/

克子尔布拉克

19290928

61 19290929 29/9 由乎满克尔至鄂斯塘
乎满克尔大坂/额斯塘不

一/哈拉巴克/柯尔塘破地
19290929

62

45

19290930 30/9 由哈拉马克至拜城

哈拉巴克/可洗克阿打麻

札/喀拉玛克沁/鄂力伯大

麻札

19290930

63 19291001 1/10 由哈拉马克至拜城
阿子干布拉克/喀不沙浪

河/强博洛克庄/拜
19291001

64
46

19291004 4/10 赛里木至库车
赛里木/赛里木腰站/克子

尔河/侄托和拉旦
19291004

65 19291005 5/10 赛里木至库车 库车 19291005

66

47

19291013 13/10 由托和乃至布古尔

托和乃/徒格塘木/破垒乌

什塘木/曲那阿瓦提（大

老坝）/阿尔巴特

19291013

67 19291014 14/10 由托和乃至布古尔
拉一苏/梯木/穷巴克/第

拉尔河/布古尔八札
19291014

68 48 19291017 17/10 由洋沙尔至野云沟访古

洋沙尔/喀拉卡洗庄/喀拉

卡什麻札/杂拉格沁/阿克

沁/黑太额梗/策特尔/野

云沟

19291017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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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地图

编号
行程日期 时间标记 标题 路线图中地名 日记时间

69
48

19291018 18/10 由洋沙尔至野云沟访古 阿克墩/小野云沟 19291018

70 19291019 19/10 由洋沙尔至野云沟访古 碱滩/红柳滩 19291019

71

49

19291020 20/10 由上户地至明威一 ― 19291020

72 19291021 21/10 由上户地至明威一
羊大胡土克/我瓦腰店/大

墩子
19291021

73 19291022 22/10 由上户地至明威一 大墩子/上户地/哈满沟 19291022

74 19291023 23/10 由上户地至明威一 明屋 19291022

75
50

19291024 24/10 由明屋至焉耆 四十里 19291024

76 19291025 25/10 由明屋至焉耆 焉耆 19291025

77
51

19291027 27/10 由清水河至乌沙塔拉 六十里/清水河 19291028

78 19291028 28/10 由清水河至乌沙塔拉 塔加其/曲惠/乌沙他拉 19291029

79
52

19291029 29/10 由榆树沟前一站至库木什
大老巴庄/三十里格达/大

坂/新井子/榆树沟
19291030

80 19291030 30/10 由榆树沟前一站至库木什 库木什 19291031

81

53

19291101 1/11
由阿乎不拉至托克逊路 

线图
阿乎不拉 19291101

82 19291102 2/11
由阿乎不拉至托克逊路 

线图
苏巴什腰站/坎井/托克逊 19291102

83 19291104 4/11
由阿乎不拉至托克逊路 

线图

托克逊/伟木不拉克 （中

名河弯）
19291104

84
54

19291105 5/11 由小草湖至大坂城 小草湖/后沟 19291105

85 19291106 6/11 由小草湖至大坂城 大坂城 19291106

86
55

19291107 7/11 由柴俄堡至迪化 石渠 19291107

87 19291108 8/11 由柴俄堡至迪化 柴俄堡/芨芨槽 19291108

88 56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89 57 不明 不明 不明 西□哈□ 不明

90 58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91 59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不明

四、以黄文弼地图为对象的数据验证

1. 斯坦因图和吐鲁番考古记图：基于数据的验证①

黄文弼亲笔画的路线图，在探讨黄文弼地图的数据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但是，

光靠路线图很难制作黄文弼地图。这是因为，路线图仅表示进行方向和调查的路线，不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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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表示绝对位置的信息。因此，有必要研究绝对位置是依据了哪个数据。于是，笔者

为了更详细地探讨黄文弼地图，在《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载地图

的基础上，制作了KML文件。

图7和图9是在Google Earth上显示《吐鲁番考古记》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的KML文件。KML文件使用了与斯坦因地图相同的经纬度交叉点进行定位（Geo-
reference），以便能与以同样手法进行位置重合的斯坦因图和赫定图进行比较。使用

这个《吐鲁番考古记》之KML文件，与斯坦因地图的文件重叠起来进行比较的结果就

是，如果调节透明度进行观察的话，可以发现，《吐鲁番考古记》附图和斯坦因地图的

Innermost Asia，Sheet 28中，主要的路线、山脉、湖水、沙漠、乡镇、村落等的位置都

一致，经纬度和地图的基本信息全部都是以Innermost Asia地图的Sheet 28为依据。图8的
虚线部分是嵌入地图与黄文弼地图一致的部分，实线的部分是根据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调

查结果追加的部分。

黄文弼地图大多省略了斯坦因地图上所记录的地表上的地物，但沿袭了其经纬度的

测量信息以及都市、山脉等数据，写入了黄文弼自己在此期间的踏查路线。在这种信息

匹配的情况下，例如，如果斯坦因进行的是没有误差的严密测量，黄文弼也是进行严密

测量而没有发生误差的话，那么理论上来说所有信息应该全部一致。但是，正如笔者等

指出的，斯坦因地图由于技术上的测量困难而含有误差，在吐鲁番地区含有西南偏西方

向存在5—7km的误差q。因此，与斯坦因地图一致、也继承了误差一事，就成为了说明

q 参前引西村阳子、北本朝展《スタイン地图と卫星画像を用いたタリム盆地の遗迹同定手法と探检队考古调

査地の解明》。

图7　《吐魯番考古记》附图的KML文件

其背面内容是Google Earth的卫星照片。卫星图像Image Landsat/Coper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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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　左：《吐鲁番考古记》附图。右：Innermost Asia地图、Sheet 28
位置都是东经88°—90°、北纬42°30′—43°30′。虚线（----）部分是Innermost Asia地图和《吐鲁番考古记》附图中相

同的部分，实线（―）部分是黄文弼追加的部分

图9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附图的KML文件

背面是Google Earth的卫星照片。以经纬度交叉点进行定位。卫星图像US Dept of State Geographer， 

Image Landsat/Copernics

黄文弼地图是依据斯坦因地图数据的有力根据。

2. 赫定图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基于数据的验证②

接下来，继续验证《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载的地图。这个地图在山河的表现中虽

然有与斯坦因图相似的部分，但是在纬度经度等与测量有关的信息方面与斯坦因图并不一

致。其次，如果把在前一节中已经证明与斯坦因地图一致的《吐鲁番考古记》附图，再拿

来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附图进行比较，则如图10所示，两个黄文弼图根本就不一致。

即，这说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是以Innermost Asia地图之外的数据进行描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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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再次使用赫定制作的Central Asia Atlas地图的KML地图（图11）与黄文弼图

进行比较，这时可以看到，经纬度和地表物的位置关系等方面存在很多的统一，特别是

地图的东半部分，从焉耆地区到库尔勒地区基本一致，尤其是焉耆地区的博斯腾湖甚至

包括湖形状的细微部分都是一致的（图12）。这表明黄文弼图和赫定图使用了共同的数

据。如果《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载的地图，是根据西北科学考查团制作的数据而描绘

的地图，那就说明这是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报告最合适的信息来源依据了r。

另一方面，图12中用虚线表示的部分仅存在于黄文弼图中，与Central Asia Atlas描
绘的地表物不同，地形的显示也不同。也就是说，黄文弼的调查内容不一定会反映在

Central Asia Atlas上。另外，在一部分地图当中，特别是在库车地区周边，在地表物和

山河的表现中也存在与斯坦因图有较强类似性的部分。由此可见，黄文弼在制作地图时

r 1939年出版的Bergman的报告中，也依据了后来在Central Asia Atlas中所使用的数据，执笔报告时有依据各自

在西北科学考查团中做成数据的惯例。Bergman, Fork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7. VII: Archaeology 1, Bokfö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Stockholm: 1939, p. 163, fig. 36. 虽然

不充分之处有依据其他成员所作成的数据进行补充的可能，但中方队员黄文弼报告执笔之时难以和欧洲方面

的队员进行联络。赫定图因为是刊行于赫定死后的1966年，所以在《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出版时赫定图尚未

出版。如上所述，因为在制作地图时中方队员也有很深的参与，所以也有可能使用了其他中方成员保存的西

北科学考查团作成的数据。另外，以各成员报告中记载的数据作为地图的主要依据资料一事，在Central Asia 
Atlas的Pl. A中图示了其相应部分和出处。

图10　《吐鲁番考古记》附图（上）和《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附图（下）的比较

东经88°—90°，北纬42°30′—43°。吐鲁番城的位置和吐鲁番、托克逊、焉耆之间的道路、经度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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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黄文弼图与Central Asia Atlas数据相同的部分

背面是Central Asia Atlas，上图是黄文弼图。虚线（----）是仅黄文弼图中存在的部分。 

调查路线和博斯腾湖的形状等与Central Asia Atlas一致

图11　Central Asia Atlas地图的KML文件

背景是Google Earth。卫星图像Data SIO，NOAA，U.S. Navy，NGA，GEBCO，Image Landsat/Copern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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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完全得到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地图数据。所以，接下来就大致说明一下哪个部分是

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数据，哪个部分是依据了斯坦因地图。

3. 斯坦因图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图》：基于数据的验证③

如上所述，黄文弼图中有些地方使用了与Central Asia Atlas共同的数据，但也存在

不一致之处。图12西端的轮台（Bugur）以西的库车（Kucha）和阿克苏（Aksu）地区

全域几乎全不相同。另外，还有一部分存在使用斯坦因地图中地形表现的情况。图13是
库车（Kucha）周边地区的地图。黄文弼和斯坦在调查的路径上有些不同，但在地图上

表现河川和山的形状方面，黄文弼图比斯坦因图更紧凑一些。也就是说，因为黄文弼制

作的基本数据是路线图，因此在需要表现周边地形时，也许有必要在斯坦因图上寻求依

据。但是，他所使用的经纬度信息不是取自斯坦因图中，而且与Central Asia Atlas也不

一致，可以认为是独立的数据。

图13　黄文弼图（左）和斯坦因图（右）的类似部分

河流、山脉的形状与斯坦因图一致。但试着比较经纬度线的话，则可以看到，经度上有很大的不同

五、黄文弼地图的地名

1. 黄文弼地图与Central Asia Atlas地名索引的制作

下面探讨一下黄文弼地图的地名。黄文弼地图是在西北科学考查团时创建的，一般

认为与Central Asia Atlas之间应当具有一致性。不过，实际上一眼就能发现黄文弼地图

和Central Asia Atlas之间的许多地名都存在差异。所以，接下来对两张地图的地名进行

比较，尝试厘清其相互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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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将这些地名进行对照工作，笔者首先从《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和《吐鲁番考古

记》所载的地图中提取地名，制作了由全452个地名构成的地名数据库（图14）s，收

录了黄文弼地图上所有的地名，是由笔者对照着地图逐一录入整理而成的。之后再利

用第四章制作的KML文件，附上黄文弼地图上的位置信息。此外，将比较对象Central 
Asia Atlas也作成了地名索引，并对网罗性地收录了Central Asia Atlas，Memoir on Maps 
II，Index of Geographical Names（以下，Index of Geographical Names）中的地名的数据

进行了修正t。

2. 黄文弼图与《新疆图志》所载地名一致，与欧洲探险队地图所载地名不一致

接下来，利用这些整理好的数据，收集地图上肉眼可见的2个地图上的地名数据，

把有对应关系的内容输入Excel表，以探究其差异的特征为目的，利用同时代的数种资

料进行比较讨论。利用的资料以黄文弼地图和Centural Asia Atlas地名为中心，还有完成

于清末宣统三年（1911）黄文弼在西北科学考查团调查时携带的地志《新疆图志》上刊

载的清末新疆地名和Innermost Asia地图，共计四种。表2的表格展示出了这些比较讨论

的一部分结果。

s 黄文弼地名数据库，http://dsr.nii.ac.jp/digital-maps/huang/place-names/。
t 赫定地名数据库，http://dsr.nii.ac.jp/digital-maps/hedin/place-names/。

图14　黄文弼地名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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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结果是：首先，在黄文弼地图和Central Asia Atlas之间，不仅半数以上的地名在

双方地图上的存在与否不能确认u，而且即使能够确认对应的地名，两张地图之间也明

显有很大的差异。《塔里木盆地考古记》所载的地图，与《新疆图志》（清末编纂，

与西北科学考查团时代相近，西北科学考查团进行调查时曾随身携带）中所刊载的清

末新疆地名，以及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成果之一予以出版的Centural Asia Atlas，还有

Innermost Asia地图，共计四种地图进行比较，调查了地名的异同。结果是，在记述同

一地点时，再进一步详细来看表2的话，可以看到，《塔里木盆地考古记》和《新疆图

志》的地名相似性很高，Central Asia Atlas和Innermost Asia地图的地名相似性很高。也

就是说，Central Asia Atlas中记载的地名和黄文弼地图中的地名显然属于不同的系统，

Central Asia Atlas中记载的地名正如Index of Geographical Names的序文中所介绍的那

样，是当地的蒙古语、维吾尔语的地名v，斯坦因地图的地名也是以维吾尔语为中心的

地名。另一方面，黄文弼地图的地名很可能是《新疆图志》上所载的清代地名，或者是

调查时使用的中文正式地名。考虑到黄文弼的立场，应该可以推测出这样的差异。

表2　黄文弼图中焉耆周边的地名，以及与之对应的《新疆图志》、Central Asia Atlas、 

Innermost Asia地图中地名

No. volume
塔里木盆地

考古记
新疆图志 Central Asia Atlas Innermost Asia

TLM-2B2-1 V-5-C-89-3/V-1 北大渠 北大渠 ― ―

TLM-2B2-2 V-5-C-89-3/V-1
焉耆 

（喀拉沙尔）
焉耆府 Yen-ch'i（Kara Shahr） Kara-shahr

TLM-2B2-3 V-5-C-89-3/V-1 开都河 开都河 Kara-shahr River Kara-shahr River

TLM-2B2-4 V-5-C-89-3/V-1 清水河腰站 清水河驿 Tawilgha Tawilgha 

TLM-2B2-5 V-5-C-89-3/V-1 清水河 清水河 ― ―

TLM-2B2-6 V-5-C-89-3/V-1 他加其 ― Tagharche Tagharche 

TLM-2B2-7 V-5-C-89-3/V-1 博斯腾淖尔 博斯腾淖尔 Baghrash-köl 
BAGHRASGH-

KOL

TLM-2C2-1 V-5-C-89-3/V-1 和硕（曲惠） 曲惠庄 Chokkur Chokkur

TLM-2C2-2 V-5-C-89-3/V-1 察汗通格 察汗通格山 ― ―

TLM-2C2-3 V-5-C-89-3/V-1 乌沙他拉 乌沙克他拉驿 Ho-Shih （Ushak-tal） Ushak-tal

TLM-2C2-4 V-5-C-89-3/V-1 三十里格达 ― ― Igherche

TLM-2C2-5 V-5-C-89-3/V-1 穷库尔 穷可立？ ―
Chong-köl 

（Ta-lao-pa）

u 现在的情况是，在总计452个地名当中，双方地图中都存在的地名，约占35%。

v Farquhar, D. M., Jarring, G. and Norin, E., Memoir on Maps Vol. II, Index of Geographical Names, Reports from the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 under leadership of Dr. Sven Hedin: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Publication 49. I: Geography 3. Sven Hedin, Central Asia Atlas, Stockholm: The Sven Hedin Foundation 
Statens Etnograliska Museum, Stockholm: 1967, pp.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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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volume
塔里木盆地

考古记
新疆图志 Central Asia Atlas Innermost Asia

TLM-2D2-1 V-5-C-89-3/V-1 新井子 新井子驿 Hsing-ching-tzu Hsing-ching-tzu

TLM-2D2-2 V-5-C-89-3/V-1 戈壁 ― ― ―

TLM-2D2-3 V-5-C-89-3/V-1 楡树沟 楡树沟 Kara-kizil Kara-kizil

TLM-3A1-1 V-5-C-89-3/V-1 腰站子 ― ― Korla fort

TLM-3A1-2 V-5-C-89-3/V-1 库尔勒 库尔勒 K'u-erh-lo （Korla） Korla

TLM-3A1-3 V-5-C-89-3/V-1 狭尔乱旦 ― Shinega（?） ―

TLM-3A1-4 V-5-C-89-3/V-1 库鲁克达格 库鲁克达格 ― Kuruk-tāgh

TLM-3A1-5 V-5-C-89-3/V-1 孔雀河 孔雀河 Konche Darya Konche-daryā

TLM-3A1-6 V-5-C-89-3/V-1 古铁门关 铁门 Bash-agin Bash-akin

TLM-3A1-7 V-5-C-89-3/V-1 哈满沟 哈满沟 ― ―

TLM-3A1-8 V-5-C-89-3/V-1 霍拉山 ― ― Khōra

TLM-3A1-9 V-5-C-89-3/V-1 下级曹 ― ― Caves

TLM-3A1-10 V-5-C-89-3/V-1 明屋 ― Shorchuk?
Ming-oi 

（of Kara-shahr）

TLM-3A1-11 V-5-C-89-3/V-1 紫泥泉子 紫泥泉驿 Shorchuk Shōrchuk

TLM-3A1-12 V-5-C-89-3/V-1 土子诺克古坟 ― ― ―

TLM-3A1-13 V-5-C-89-3/V-1 四十里城市 四十里城 Danzil Danzil

TLM-3A1-14 V-5-C-89-3/V-1 旧城 ― Bāghdad-shahri Bāghdād-shahri

TLM-3A1-15 V-5-C-89-3/V-1 盐池 ― ― ―

TLM-3A2-1 V-5-C-89-3/V-1 博斯腾淖尔 博斯腾淖尔 Baghrash-köl Baghrash-köl 

TLM-4A1-1 V-5-C-89-3/V-1 梯木沁 ― ― ―

TLM-4A1-2 V-5-C-89-3/V-1 穷巴克巴杂 穷巴克庄 Chompak　Bazar Chompak-bāzar

TLM-4A1-3 V-5-C-89-3/V-1 第纳尔河 第纳尔河 Dinar R. Kizil-R.

TLM-4A1-4 V-5-C-89-3/V-1 第纳尔渠 第纳尔河 Dinar R. Kizil-R.

TLM-4A1-5 V-5-C-89-3/V-1 克子尔河 第纳尔河 Kizil River Kizil-R.

TLM-4A1-6 V-5-C-89-3/V-1 轮台 轮台
Lun-t'ai 

（Bugur Bazar）
BUGUR

然而，仔细观察表2的话，会发现有多个不对应的地方。虽然该表是极其有限的地

域中的地名对应表，但这个地域是相对来看地名对应得最好的地区。除此以外的地区，

在黄文弼图和Central Asia Atlas、Innnermost Asia地图之间，很多地方难以掌握是哪个地

点处于对应关系。即使是在焉耆地区，也存在黄文弼图中有地名的地点却在Central Asia 
Atlas中没有地名的情况，可以认为，这主要是由于没能反映出黄文弼的调查。然而，即

使在双方的地图中存在很多地名的情况下，也存在似乎各个语言中的居住地及村落的地

名之所在地错开之类的差异情况（图15）。虽然或者只是采用的地名有偏差，差别可能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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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到难以取得对应，但也有必要考虑一下维吾尔语、蒙古语地名和汉语地名存在地点有

差异的可能性。

关于维吾尔语、蒙古语地名和汉语地名之间的问题，亚林（Jarring）在Index of 
Geographical Names的序文中，叙述了蒙古语地名、维吾尔语地名借助汉语发音时丢失

原本含义的情况，还进一步指出了关于蒙古语地名、维吾尔语地名调查不够充分的问

题。另一方面，正如黄文弼地图上显著存在明显不是音译而是汉语命名地名的问题却没

有言及。近年来，出版了许多西域地名词典，也出现了能够知道与汉语地名对应的本地

语地名的词典w，但对于这样难以对应的地名到底应该如何解释，看起来仍是个难题。

结　　语

作为笔者等多年致力于丝绸之路探险队诸地图可利用性研究的一部分，本论文致力

于黄文弼地图的数字化和数据库化工作。

另外，通过对新疆师范大学黄文弼特藏馆惠予黄文弼所藏地图的调查，考察了黄文

弼所藏的地图，考证出46张斯坦因Innermost Asia地图齐全的情况，报告了存在根据斯坦

因地图进行摹写和翻译的情况。另外，经过对黄文弼留下的考古工作图的细查，发现了

黄文弼亲自制作的路线图，将其与《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1927—1930）》对照后，得

出明显一致的结论。路线图仅现存内容就高达87天以及日期不明的4天，日记中也记载

着赫定确认黄文弼制作路线图一事。路线图的内容与黄文弼图一致，可以认为是其基础

w 例如，钟兴麒编著《西域地名考录》（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等，虽然是以汉语地名为中心，

但也有收录当地语种的地名。

图15　黄文弼图与Central Asia Atlas中有地名但地点不一致的例子

库车北方的山中，只有用虚线包围标注出来的地点是一致的。没有围起来的地名双方是不一致的， 

地形表现也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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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换言之，与以往的观点不同，黄文弼是自己制作路线图，并在此基础上独自制作

了地图。这与西北科学考查团其他队员的报告形式是一致的。但是，黄文弼的地图数据

并没有反映到Central Asia Atlas之中。

其次，对黄文弼地图进行了个别探讨，黄文弼图中的《吐鲁番考古记》附图使用

了斯坦因地图作为底图，在这里，黄文弼根据自己制作的Route-Mapping（路线图）记

录，追加了个人数据。另外一份《塔里木盆地考古记》附图也一样，也是基于黄文弼

自己制作的Route-Mapping而制作的地图。但是，其与斯坦因地图的共同性较低，记测

数据的使用方面有与Sino-Swedish Expedition做成的Central Asia Atlas数据共通的部分，

斯坦因地图只被用作地形数据的补充资料。关于地名，与Central Asia Atlas和Innnermost 
Asia地图收录了当地的维吾尔语、蒙古语地名相对，黄文弼收录了当地的汉语地名。根

据位置信息来看，这些之间既也有对应的部分，也有不对应的部分，与调查的不充分性

互相结合，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尽管黄文弼地图是展示黄文弼调查情况的重要资料，但还是有很多不明白的地方，

制作方法和价值等也长期处于不明的状态。本文结合黄文弼所藏地图的调查，尝试从黄

文弼利用的地图入手探索黄文弼地图的特点，厘清了黄文弼自己制作路线图并据此做成

考察报告的情况。考虑到本文中论述的Central Asia Atlas的制作顺序，黄文弼图只含有

所谓路线图的地图绘制的基本数据的信息，为了使之成为更加正确的地图，可以认为，

用天文测量、三角测量进行经纬度修正的过程是很有必要的。但在无法进行这种操作的

情况下，作为西北科学考查团的调查报告，毫无疑问，基于最新的信息和自己的调查记

录就是最实际的数据制作方法了。

（刘子凡　校）　　

Huang Wenbi’s Maps and the European Expeditions’ Maps: 
Report on the Survey at the Huang Wenbi Map Collection

Nishimura Yoko & Kitamoto Asanobu
(translated by Tian Weiwei)

This article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a survey at th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s Huang 
Wenbi Special Collection, carried out by the authors during Summer 2017. After the survey the 
authors have been able to gather meaningful insights into methods used by Huang Wenbi to 
draw the maps for his publications. 

In the Huang Wenbi Special Collection we found 46 folios of maps from Aurel Stein’s 
Innermost Asia (1928), as well as map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tracing Stein’s maps and adding 
annotations and translations. After analysing the archaeological drawings left by Huang Wenbi 
we discovered that the material included maps of routes. We compared this route map with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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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ary of Huang Wenbi’s survey in the Tarim, and it showed remarkable correspondences. The 
route maps cover 89 days of Huang’s survey and in the diary it is stated that its making was 
supervised by Sven Hedin. The content of both the route maps and the maps drawn by Huang 
Wenbi agree, therefore the information herein displayed represents the basic data as collected 
by Huang Wenbi himself. In other words, contrary to what has been believed up to now, Huang 
Wenbi actually created on his own both the route map and other maps, although his work is not 
reflected at all in the maps published by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in the Central Asia Atlas 
(1966). 

As a following step of our survey, Huang Wenbi’s maps have been digitized: the data herein 
used has been verified in order to determine absolute positions.

The map appended to Tulufan Kaogu Ji (吐鲁番考古记,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urfan, 
1954) results from combining the data of Innermost Asia’s maps with those of the Huang 
Wenbi’s route map. Similarly, the appendix to Talimu Pendi Kaogu Ji (塔里木盆地考古记, 
Archaeological Report on the Tarim Basin, 1958) contains a map drawn by Huang Wenbi 
on the base of the data contained in the route map. Moreover, the map included to Talimu 
Pendi Kaogu Ji, having little in common with Stein’s maps, appears to have partly used the 
measurement data produced by the Sino-Swedish expedition for the Central Asia Atlas, while 
Stein’s maps have been used only to supplement the terrain data. It is worthy of note that, 
while place names in Innnermost Asia maps and in the Central Asia Atlas are given in the local 
Uighur or Mongolian version, Huang Wenbi’s place names are given in Chinese. Despite of 
corresponding data when comparing the maps, some parts remain still unclear. And it is due to 
these unclear parts that the value of this material was overlooked for a long time. 

Ultimately, the paper aims at underlining the potential of Huang Wenbi’s map collection, 
while highlighting the importance of Chinese materials for the Northwest Scientific 
Exploration Team.




